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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

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

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经济效率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

量,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以及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形成

间接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

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建议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弥合区域间“数

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正向促进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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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作为新基建正快速下沉于各类应用场景。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赋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产业

结构调整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1] 。 然而,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所驱动[2] 。 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生产要素的涌现有望

通过改变要素禀赋、提升经济效率而深刻影响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产业同

质化、布局不协调、协作能力差等问题。 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挖掘其政策

含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发现,科技创新[3-4] 、对外开放程度[5-6] 、居民消费水平[7] 、人力资本状况[8] 、市场化程度[9] 、现

代基础设施建设[10-11]以及产业发展政策[12-13]等因素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 其中,数字技术由

于在减少生产成本[14] 、提高劳动生产率[15] 、创造就业机会[16]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17] 及提高企业分工专业

化[18]等方面促进效应显著,越来越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力量。 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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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生产、协作和创新效率,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扩大就业市场规模,助
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经济[19-20] ;可以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突破资源配置的时间界限,
提高供需匹配效率[21-22] ;可以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引发创新、关联与融合效应,实现传统产业的

智能变革与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23] 。
既有成果为理解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改进空间。 一

方面,部分研究结论过度依赖数据、指标和模型,缺乏充分的理论和机制分析。 另一方面,限于指标和数据

获取难度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省级尺度,城市尺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部分研究忽视了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数字鸿沟等区域异质性对模型的影响,致使研究结论的信度下降。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

献在于:一是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并揭示了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交易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间接促进效应,系统探究了

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二是使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面

板数据展开研究,细化了研究的空间尺度,扩大了样本容量,提升了模型拟合精度,并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

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得到了可靠的实证研究结果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

数字技术以信息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方向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不仅直接作用于产业

整体部门,还从产业结构内部进行深层次变革。 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两个方面。 首先,传统产业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重构了传统产业的生产、运营、管理和销售等诸多环节。 且产业数字化有效推动了产业

链上下游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加快了不同产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拓展了行业价值空间,低端产业不

仅能够摆脱程式化工作的“成本病”,还破解了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向产业高端

化的跨越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的价值重塑向价值创造的转变[24-25] 。 其次,数字技术培育和塑造了数字农业、
智能工业和数字服务业等新业态,新兴产业以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创

新发展方向,具有更强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产业内部效率,创新产业组织形态,推动城市产业

结构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演进发展[20] 。 最后,产业结构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以及“数字鸿沟”等差异的客观存在,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赋能效

应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且这种影响可能存

在区域异质性(H1)。
(二)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数字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能够显著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

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等提升经济效率的方式,发挥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促进效应。
1. 降低交易成本

数字技术能够引致交易成本降低,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基础。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上发生

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以及价格机制产生的其他方面的成本。 交易成本影响着企业的最优生产

决策,是企业实现规模报酬的关键因素。 从交易成本的传导机制来看,首先,数字支付和电子货币的出现大

大降低了企业交易的时间成本和复杂性,交易环节变得更加畅通,企业借助于数字市场能够建立高效持续、
实时共享的信息传递机制,提升行业的规模报酬和贸易效率,打破行业间的“信息孤岛”效应,改善企业由于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风险,减少信息不充分引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降低企业交易过程中的搜寻成

本、履约成本和议价成本[26] ,从而有助于产业结构的稳定发展。 其次,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 5G、互联网、云
计算等应用的发展在提高企业获取、存储、分析数据的能力,改善资源要素的错配情况,提升企业的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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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企业根据用户画像进行精准化生产,实现消费群体的精确化,节约生产

成本,厂商与客户之间能够更加轻松地实现供需匹配,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生产和服务体系向智能化升

级[27] 。 而且,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充分流动,降低了要

素投入成本,有助于提升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一体化水平[28] ,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2. 提升交易效率

数字技术发展能够提升交易效率,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 交易效率是经济活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定时间内一国经济体中交易或业务活动的速度快慢或效率高低。 如果没有较高的交易效率,产品、
要素与劳动市场就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就可能延缓产业结构升级进程[29] 。 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改善交易的硬

条件和软条件,推动交易效率上升,来实现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促进效应。 首先,数字技术通过影响

社会信任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改善交易的软条件。 区块链时代的信息共享、隔离见证与分布式存储促进了

陌生人之间的广泛信任和频繁交易,提高社会信任度;数字化公共服务促进公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和履行

监督职责的积极性;数字化治理减少了政府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收集成本[30] ,提高政府的数字化服

务水平,从而有效保障城市交易效率,加快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其次,数字技术改善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和通

信能力等城市内部交易的硬条件。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工具,其信息化与网络化特点能够最大程

度发挥网络拓扑效应,弥补传统交易条件的时空缺陷,为传统产业和市场主体提供更高效的数字化交易平

台;通过重构传统产业生态,加快信息服务业向第一、第二产业的扩张速度,实现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的产业融通发展,并且随着数字技术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关联和协同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由

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24] 。
3. 深化劳动分工

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深化,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储备。 首先,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

的生产要素,通过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接和协作,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替代效应。 在对传统企业的智能

化改造升级过程中,以“机器换人”不断推动生产率提升,使得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口相对份额下降[31] 。
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业态迅速发展,又催生了大量新的生产性服务行业与数字化职业岗位,丰富了劳

动力的职业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机器对传统生产部门的就业替代,推动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相对份额上

升[32] ,且随着职业分工细化、加深,劳动力要素能够更快实现农转非的职业流动,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向第二、
第三产业[33] ,加剧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增强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使劳动力逐渐由低技术部门向高

技术部门转移,从而改变原有的城市产业结构形态。 与此同时,从劳动要素来看,依托于数字化分工网络,
数字技术使得劳动力要素突破时空界限,打破了传统的劳动协作方式,诞生了新的劳动分工模式,生产要素

真正实现了跨行业、跨地区的自由流动,生产过程真正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从而创造更多样化的产品[34] ,
带动产业结构向精细化、定制化转变,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在数字技术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H2)。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一种常用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通过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与实验无

关的变量,将个体内部的固定效应和不同层次之间的随机效应相结合,以控制个体内部的差异和不同层次

之间的差异,以达到准确测量实验效应的目的。 本文通过引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消除传统模

型的估计偏差,更准确地估计数字技术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式(1)所示。

Ind-upit = α0 + α1Digitalit + ∑αkControlit + μi + δt + εit
               (1)

其中: Ind-upit 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p); Digitalit 为城市的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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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Controlit 为城市层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系列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per
 

capita
 

GDP,
 

Per-gdp)、教育与科技投入(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Edu-tech)、对外开放程度(FDI
 

in
 

China,
 

Fdi)、人力资本状况(human
 

capital
 

level,
 

Hcl)、城镇化

率(urbanization
 

rate,
 

Urb)、基础设施建设水平(per
 

capita
 

road
 

area,
 

Per-road); α0 为常数项; α1 为城市数字

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回归系数; αk 为各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k 为具体的控制变量; μi 为不可观测的

地区变量个体固定效应; δt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各变量下标 i、t 分别表示 i 城市、
t 年的变量值。

2. 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有助于厘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关键因素,从而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帮助探究自变

量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过程。 当考虑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时,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而对

Y 产生影响,则 M 称为中介变量。 目前学术界关于检验中介效应最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
Sobel 法以及 Bootstrap 法。 其中,温中麟和叶宝娟[35]提出的中介检验方法综合了依次检验法和 Bootstrap 法

的优点,本文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借鉴江艇[36] 、杨昕和赵守国[37]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方法,第一步仅考查数

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第二步仅考察数字技术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最终使用两步法和

Bootstrap 进行影响机制检验,从而避免区分间接效应之外是否存在无法解释的直接效应的困难。 检验影响

机制的模型形式如式(2)所示。

Mediatorit = β0 + β1Digitalit + ∑βkControlit + μi + δt + εit
          (2)

其中: Mediatorit 为刻画经济效率的中介变量,包括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Tra-co)、交易效率( transaction
 

efficiency,
 

Tra-ef)、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Labor)三个指标; β0 为常数项; β1 为数字技术对各中介变量的

回归系数; βk 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 k 为具体的控制变量。
(二)指标选择

1.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借鉴黄群慧等[38]的研究,以每百人互联网人数代表互联网普及

率,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代表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以电信业务总量代表

互联网相关产出,以每百人移动电话数代表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数字金融指数代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39] ,
来综合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2.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发展由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状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状态演变的过程。
随着生产方式及要素禀赋的转变,社会的主导产业渐次更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据此,参考陈

凡和周民良[40]的做法,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反映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3. 中介变量

基于前述机制分析,以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和劳动分工来刻画经济效率,分析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的中介效应。 借鉴刘乃全等[41]的思路,交易成本(Tra-co)采用公路通车里程除以常住人口数、邮电业

务总量占 GDP 的比重和城市货运总量的对数来测算;该指标得分越大,代表交易成本越低。 参考孙作人

等[42]的做法,交易效率(Tra-ef)以城市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取值越高,代表城市交易效率越高。 借鉴

赵勇和白永秀[43]的思路,劳动分工(Labor)以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从业人员 / 生产制造从业人员”与全国“生

产性服务从业人员 / 生产制造从业人员” 的比值来测度;该指标比值越高,代表城市的劳动分工演进水平

越高。
4. 控制变量

为减轻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Per-gdp)、教育与科技投入(Edu-tech)、
对外开放程度(Fdi)、人力资本状况(Hcl)、城镇化率(Urb)、基础设施建设水平(Per-road)为控制变量。 其

中,以地区生产总值与年末常住人口比值代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教育、科技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代表教育与科技投入水平,以地区当年实际外资投资使用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代表对外开放水平,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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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结果

变量
Ind-up

(1) (2) (3)

Digital
 2. 168∗∗∗

(17. 79)
1. 159∗∗∗

(9. 84)
 

0. 407∗∗∗

(4. 54)

Per-gdp
 0. 659∗∗∗

(18. 19)
0. 136∗∗∗

(5. 66)

Edu-tech
 -0. 742∗∗∗

( -16. 13)
 

-0. 393∗∗∗
 

( -9. 95)

Fdi
 -2. 511∗∗∗

 

( -8. 48)
-0. 728∗∗

( -3. 28)

Hcl
 -0. 022∗∗∗

( -5. 49)
-0. 022∗∗∗

 

( -7. 33)

Urb
 0. 002∗∗∗

(3. 76)
0. 001

(1. 58)

Per-road 0. 335∗∗∗

(10. 74)
 

0. 110∗

(2. 18)

Cons
 -8. 062∗∗∗

　 ( -16. 16)
 

-7. 324∗∗∗
 

( -15. 84)
0. 535

(1. 37)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个体固定效应 No No Yes

样本数 3036 3036 3036
R2 0. 57 0. 65 0. 69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通高校学生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代表人力资本状况、以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镇化率、以
人均道路面积代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此外,为解决异方差问题,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等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11—2021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国泰

安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全,整理后得到平衡面板数据。 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Ind-up 3036 0. 810 0. 434 0. 113 4. 456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Digital 3036 4. 099 0. 068 3. 953 4. 521

中介变量

交易成本 Tra-co 3036 11. 678 2. 244 4. 960 19. 164
交易效率 Tra-ef 3036 5. 592 2. 278 0. 073 19. 294
劳动分工 Labor 3036 1. 051 0. 792 0. 159 9. 288

控制变量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Per-gdp 3036 4. 674 0. 247 3. 840 5. 368
教育与科技投入 Edu-tech 3036 0. 194 0. 061 0. 011 2. 162
对外开放程度 Fdi 3036 0. 016 0. 02 0. 000 0. 212
人力资本状况 Hcl 3036 1. 833 2. 095 0. 005 13. 752

城镇化率 Urb 3036 55. 686 13. 201 6. 491 100. 000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Per-road 3036 1. 219 0. 192 0. 137 2. 48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见

表 2。 其中,列(1)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发现数字技

术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城

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列(1)的基础上,列(2)纳入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与科技投入水平、对外开放水平、
人力资本状况、城镇化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控制

变量,发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的推动作用仍在 1% 水平上显著。 在列( 2) 的基础

上,列(3)进一步控制时间效应与城市个体效应,发现

虽然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绝

对值有所下降,但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

明在整个样本期内,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对城市产业结

构高级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部分验证了研究假

设 H1。
(二)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袁航和朱承亮[1]的做法,使用产业结构层次分

析法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替换基准模型中的被解

释变量数据( Ind-up),回归结果见表 3 中的列(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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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
城市

IV 估计

(1) Ind-up (2) Ind-rat (3) Ind-up (4) Ind-up

Digital 1. 845∗∗

(3. 15)
 

-0. 418∗∗∗
 

( -4. 32)
0. 687∗∗∗

(3. 33)
 

1. 067∗∗

(2. 6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Cons
-2. 433

　 ( -1. 10)
 

3. 833∗∗∗

(8. 55)
-0. 427

 

( -0. 48)
-2. 039

( -1. 30)
时间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效应

Yes Yes Yes Yes

Kleibergen-
Paap

 

rk
 

LM
 

statistic

13. 499
[0. 0002]

Kleibergen-
Paap

 

Wald
 

rk
 

Fstatistic

27. 908
{16. 38}

样本数 3036 3036 2970 3036
R2 0. 48 0. 41 0. 70 0. 69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 t 统
计值;[ ] 内表示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的 P 值;{ } 内表示对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检验给出的临界值。

表 4　 分位数回归

变量
Ind-up

(1)25% (2)50% (3)75%

Digital
 2. 006∗∗∗

(13. 74)
 

2. 335∗∗∗

(11. 42)
 

3. 649∗∗∗

(8. 46)
Control Yes Yes Yes

Cons
 -6. 571∗∗∗

 

( -12. 11)
-8. 328∗∗∗

 

( -11. 04)
-13. 520∗∗∗

 

( -7. 9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数 3036 3036 3036
R2 0. 38 0. 40 0. 41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 t 统
计值。

列(1)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或数据后,数字技术

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落入拒绝域,与基准模型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

模型对指标和数据具有稳健性。
考虑到产业结构合理化 ( rationalization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rat)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
借鉴袁航和朱承亮[1] 的研究,使用泰尔指数表示产业

结构合理化水平,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数据稳健性检

验,得到表 3 中的列(2)。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

技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 (逆向指标) 的影响系数为

-0. 41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技术增加了

不同产业之间的聚合水平,能够有效抑制城市产业结

构偏离均衡状态,进一步补充验证了假设 H1。
2.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

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等行政等级高于其

他城市的奇异样本点,得到表 3 中的列(3),发现数字技

术发展仍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向高

级化方向发展,基准回归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3. 分位数回归

采用分位数模型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

25%、50%和 75%三个分位点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 4。 其中,列(1) ~列(3)显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

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随着分位点上升而逐步增

加,且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产业高级化

水平上升,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

效应呈现递增趋势。
4. 工具变量法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存在互

为因果的关系,进而引致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文章借

鉴黄群慧等[38] 、赵涛等[44] 的做法,考虑互联网是传统

通信技术的延伸与发展,受当地原有电信基础设施和

用户使用习惯影响,而固定电话等传统通信工具的使

用频次下降,对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弱化,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因此,选择各样本城市 2005 年

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时间有关)构造交互项,作为该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指数

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3 的列(4)。 针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有效

性进行检验,K-P
 

rk
 

LM 统计量(p= 0. 0002)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P
 

Wald
 

rk
 

F 统计量(27. 91)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下 10%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6. 38),说明所选工

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三)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和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可能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影响,将样本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 此外,考虑到城市行政等级、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关系,将样本划分为“一二线城市”与“三线城市及以下”两类,探究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数字技术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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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中的列(1) ~列(3)显示,数字技术对东部、中部、西部

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对中部、西部城市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大。 列(4)、列(5)
显示,数字技术对不同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对三线及以下城市的促

进效应更大。 这与数字技术实时共享、高渗透性、高附加性等特点有关。 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知识与技术

溢出效应,可以有效推动产业链信息交换,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破解相对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低端锁定”,
对于推动中小城市产业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演进、拓展行业价值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更有利于相对落

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假设 H1 得到充分验证。

表 5　 异质性检验

变量
Ind-up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4)一二线城市 (5)三线城市及以下

Digital
 

0. 445∗∗∗(3. 64)
 

1. 329∗∗(2. 84) 0. 526∗(2. 31)
 

0. 450∗∗(2. 82) 0. 586∗∗(2. 8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 196(0. 32) 0. 235(0. 12) 0. 375(0. 38) 0. 794(0. 77) -0. 102( -0. 11)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1100 1067 869 539 2497
R2 0. 67 0. 53 0. 67 0. 71 0. 71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 t 统计值。

(四)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前述机制分析,数字技术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深化劳动分工三个方面来对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间接影响。 为了检验该影响机制,构建并估计中介效应模型(见表 6)。 Bootstrap 检验发

现,三个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 056,0. 284]、[0. 003,0. 007]、[0. 038,0. 063],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说明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原假设,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 12%、12%和

20%。 模型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深化劳动分工等改进经济效率方面均具有

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又均可有效推动城市产业结

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H2。

表 6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Tra-co Tra-ef Labor

(1) (2) (3) (4) (5) (6)
Digital 0. 036∗∗∗(8. 70) 0. 015∗∗(2. 94) 0. 691∗∗∗(41. 25) 0. 285∗∗∗(5. 88) 1. 261∗∗∗(5. 39) 3. 175∗∗∗(6. 28)
Control No Yes No Yes No Yes
Cons 0. 065∗∗∗(8. 83) 0. 584∗∗∗(16. 68) 1. 283∗∗∗(43. 16) -0. 917∗∗∗(-3. 76) -4. 109∗∗∗

 

(-4. 29) -7. 437∗∗∗
 

(-3. 33)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个体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样本量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3036
R2 0. 31 0. 34 0. 47 0. 73 0. 65 0. 81

Bootstrap 0. 170∗∗ 0. 005∗∗∗ 0. 051∗∗∗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的 t 统计值。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我国 276 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

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动力。 在考虑了

内生性、剔除特殊城市样本、分位数回归后,该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当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替换指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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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抑制城市产业结构偏离均衡态,对研究结论形成进一步支撑和补充。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

可以提高传统企业的生产效率、培育新业态和新经济增长点,助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直
接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并以经济效率

为中介,间接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加快要

素流通与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与劳动分工水平,提升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从而加快

城市产业体系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速度,加快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

三产业转移的速度,间接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
第三,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技术对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不同

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对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

市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大。 数字技术实时共享、高渗透性、高附加性等特点可以有效破解相对落后地区的产

业结构“低端锁定”,对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基础平台和应用拓展能力,着重提高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水平。 从基础平台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基础平台的建设给不同产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动力,政府应鼓励

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加强科技攻关,强化数字基建关键环节、关键领域以及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以
严格标准推动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和衔接,提供高水准的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打下平台基础。 数字技术平台的建设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部门应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总体布局,合理分配建设过程中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 同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数字技术

与企业部门的融合发展,激励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研发适用于数字化平台的通用软件,从而打破企业之间、
产业之间的交流障碍。 另外,应注重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的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政府应加大对数

字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加快数字核心产

业领域的发展,实现数字技术在产业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应用与渗透,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展,加
快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步伐。

第二,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与数据要素有序流动能力。 充分发挥好

数字技术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引擎作用,离不开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 数据

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制约着数字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发展的效率。 因此,首先,政府部门应重构完善的数据

要素市场,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 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有效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以及

深化企业内部的分工合作水平,从而保障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推动要素资源的有序流动,更好发挥数字技

术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中的赋能作用。 其次,政府部门还应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保障产权清晰,促进交

易规则透明,以提高产业内部的要素流转、创新和生产效率。 最后,要建立统一且方便有效的数据标准,以
加强各区域、各城市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数据畅通互联,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公平、开放,提升数据的市

场化水平,将数据资源融入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以加快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智能化进程。
第三,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的区域产业数字化政策。 由于先天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和不同等级城市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更新与应用推广存在一定差距。 应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才支援以及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完善数字化基

础设施,缩小互联网基础设施接入鸿沟,增强数字技术的应用覆盖性,增强民众对数字信息技术的了解水

平,强化居民数字信息应用技能。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应鼓励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加快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全面提升数字技术的创新效率,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从而引

领国家数字产业发展,深化劳动分工演进。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还要利用好产业数字化优惠政策,充分调动

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性,鼓励经济社会主体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并以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吸引数字

人才和数字产业集聚,推升经济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尤其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应着力把握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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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机遇,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效应,协同推

进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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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the
 

panel
 

data
 

of
 

276
 

cities
 

from
 

2011
 

to
 

2021
 

were
 

used
 

to
 

build
 

a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the
 

dual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Digital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efficiency
 

i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Digital
 

technology
 

improves
 

economic
 

efficiency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improving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deepening
 

labor
 

division,
  

thereby
 

indirectly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exhibi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s
 

high-end
 

development
 

in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regions,
  

such
 

as
 

the
 

Midwest.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cus
 

on
 

building
 

a
 

complete
 

data
 

element
 

market,
  

bridge
 

the
 

“ digital
 

divide ”
 

between
 

regions,
  

formulat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polic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eal
 

economy,
  

to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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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efficiency;
 

transaction
 

cost;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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